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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已有研究开发了大量的亲环境行为测量工具，涉及量表、个体行为范式和群体博弈范式，

其中大多测量工具是基于行为领域设计，节约、出行、垃圾处理、消费和公域行为是五个最常被

提及的领域。现有依据行为领域的亲环境行为测量方式存在标准化程度低及测量结果推广性受限

的问题，这主要是由于缺少对行为属性这一行为决定性特征的关注。未来研究应基于行为属性选

用和开发标准化测量工具，并选取多种真实行为作为效标进行效度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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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是全球当前面临的严峻挑战，培养居民的亲环境行为是减缓气候变化的重要手

段之一（Gifford, 2011; Nielsen et al., 2021）。亲环境行为（pro-environmental behavior）指能

够降低环境伤害和改善环境质量的行为（Steg & Vlek, 2009），越来越多研究聚焦于这一行

为（Lu et al., 2023），也开发出了种类繁多的测量范式（Lange & Dewitte, 2019）。

然而，亲环境行为领域目前缺乏标准统一的测量工具，制约了该领域研究的发展和进步，

也阻碍了已有研究成果的应用和推广。现有文献缺少对当前亲环境行为测量问题的总结分析，

鉴于此，本文首先系统梳理了亲环境行为的测量方法，不同于以往研究中的简单罗列，本文

归纳了各类测量方法的设计核心，为亲环境行为领域研究者提供参考；在此基础上，本文从

测量程序的标准化和测量结果的可推广性两方面分析各类测量方法存在的问题及其产生原

因，并提出改进策略，以期为亲环境行为测量方法的规范和优化提供思路。

1 亲环境行为的常用测量方法及工具

由于许多亲环境行为测量工具仅被使用过一次，信效度仍有待考证。因此，本文将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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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那些被不同研究者重复使用的方法，这些方法可以分为量表和情境问卷、个体行为范式、

群体博弈范式三类，其中个体行为范式包括实验室测量范式和现场观察指标。

1.1量表和情境问卷

1.1.1 自陈式量表

量表法是最常见的亲环境行为测量方法之一，表 1总结了使用频率相对较高的亲环境行

为量表。这其中除 Kaiser（1998）将所编制量表命名为一般生态行为量表（General Ecological

Behavior, GEB）外，其余量表均未被研究者命名。

表 1 亲环境行为常用量表

源文献 维度 总题数 特点

Kaiser, 1998

Kaiser & Wilson,

2004

六维：节约、交通出行、避免浪费、

消费、回收、间接社会行为

50题 信效度经过多种文化样本

验证。

Stern et al., 1999 三维：消费行为、牺牲意愿、环境

公民身份

17题 牺牲意愿维度（3题）是

ISSP环境部分固定题目。

Hunter et al., 2004 两维：私域、公域 6题 题目较少，常被用于实验

研究和大型调查。

Barr et al., 2005 三维：购买决策、习惯、回收 36题 聚焦能源使用相关的亲环

境行为。

Whitmarsh & O’Neill,

2010

七维：垃圾减量、亲环境消费和饮

食、日常水资源和家庭能源节约、

一次性家庭能源节约措施、绿色驾

驶、政治行动、减少汽车使用和乘

坐飞机频率

24题 涵盖行为范围较全面，分

类细致。

Larson et al., 2015 四维：节约型生活方式、土地管理、

社会环保主义、环境公民身份

13题 涵盖居住地亲环境行为。

注：ISSP指国际社会调查项目（International Social Survey Programme）。

上述量表大多偏长，且多数测量的是过去的亲环境行为频率，导致其难以完整应用于实

验研究或涵盖较多变量的调查研究；此外，这些量表题目往往涉及具有特定文化背景的亲环

境行为。因此，目前大多数研究者仍选择自编题目测量亲环境行为（Oinonen & Paloniemi,

2023），这些题目往往没有经过严格的信效度检验，且不会再被其他研究者使用（Markle,

2013）。采用成熟量表的研究也往往会改编文化不适用的题目或仅使用原量表中的部分题目，

导致即使使用同一量表，研究者选取的题目却各不相同（如 Agissova & Sautkina, 2020;

Strömbäck et al.,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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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测量随意性也体现在亲环境行为量表的维度划分上。从表 1可知，已有量表在划分

维度时，大多依据行为领域（behavior domain），即行为的发生场景。但是，行为领域并非

行为的决定性特征（Lapinski & Rimal, 2005），因此基于行为领域划分量表维度缺乏理论支

撑，研究者常会根据研究目的或数据导向（如Whitmarsh & O’Neill, 2010）选取不同领域，

目前仍然缺乏普遍认可的亲环境行为量表维度。这种缺乏理论依据的量表维度划分，加之自

选量表题目或使用自编量表，共同降低了亲环境行为测量的标准化。

1.1.2 情境问卷

自陈式量表常存在测量偏差问题，因此有研究者建议使用更为间接的测量方式（如情境

问卷）来获得更准确的亲环境行为水平（Koller et al., 2023）。情境问卷可分为两类，一类

为领域情境问卷，即要求被试假想自己在某个日常生活场景下的行为倾向，如在旅游景点带

走垃圾的意愿（Lee et al., 2013）或在不同购物情境中为环保产品支付更高价格的意愿

（Chuang et al., 2016; Ming et al., 2022），这类情境问卷可以反映个体在某个具体行为领域

中的亲环境行为倾向。目前暂未有受到广泛认可和使用的领域情境问卷，且由于不同文化下

的生活场景差异，研究者往往会根据研究主题自编情境及题目（Lange & Dewitte, 2019），

因此领域情境问卷标准化程度和测量结果可比性均较低。另一类为一般化情境问卷，该类问

卷设置的场景不再贴近日常生活，而是通过考察被试在环境保护和经济收益中的抉择，来测

量个体的一般亲环境行为（general pro-environmental behaviors）倾向。相比于领域情境问卷，

一般化情境问卷的标准化程度和文化适应性相对更高，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森林管理任务

（傅鑫媛 等, 2016; Arbuthnott & Scerbe, 2017; Gu et al., 2020; Wang et al., 2019）和空气污染

情境（Sachdeva et al., 2009; Zhang, Gao, et al., 2021）。

森林管理任务源自 Sheldon 和McGregor（2000）基于资源困境博弈设计的单次博弈；

在该博弈中，个体假想自己作为木材公司负责人和另外三家公司竞争同一片 200亩森林，每

家公司每年最多能砍伐十亩，同时森林每年会以 10%的比率增长；个体需要回答希望砍伐

的森林亩数，亩数越少说明个体越看重环境利益，即亲环境行为倾向越强。傅鑫媛等（2016）

简化了这一情境，将森林总面积减少至 100亩，取消了每年砍伐十亩的上限，并删除了森林

再生长的设定。简化后的问卷更易理解，能应用于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群。与森林管理任务

相似，空气污染情境同样涉及环境保护和经济收益的冲突。在这一问卷中，被试需假想自己

是工厂管理者，可以选择运行过滤器来减少生产污染物的排放，但过滤器每运行 10%的时

长就会增加 20万元生产成本；个体在 0%至 100%中选择的过滤时长反映了他们的亲环境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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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倾向。

相比于量表，情境问卷所探查的亲环境行为更易改变，因此更适用于实验研究。但由于

只能反映行为倾向，这种方法的生态效度常被质疑（Lange et al., 2018）。因此，情境问卷

更适合在预研究阶段初步探索行为规律；在正式研究中，研究者则应结合个体行为范式等测

量方法考察实际行为，以增加研究的生态效度。

1.2 个体行为范式

个体行为范式可分为实验室范式和现场实验。现场实验没有固定的亲环境行为测量方法，

测量指标需因地制宜；实验室行为范式也并非简单将现场实验所观测的行为搬至实验室，而

是抽取反映个体亲环境倾向的核心行为成分在实验室中进行模拟。当前个体亲环境行为范式

大多依据行为领域设计，表 2基于研究中最常见的五个亲环境行为领域（节约、出行、垃圾

处理、消费和公域行为）对实验室范式和现场实验的行为指标进行了梳理。

1.2.1 资源节约

节电和节水是两种最常被观测的资源节约行为。现场研究既可以观测行为本身（如是否

随手关灯; Leoniak & Cwalina, 2019），也可以观测行为后果，如客观用水量（Bergquist et al.,

2019）和用电量（Schultz et al., 2018）。伴随智能电表的普及，收集更精细的用电数据（如

分时段、分电器用电量等）也变得更为容易（Ryu & Kim, 2022）。此外，住宿时重复使用

毛巾（Gössling et al., 2019）虽不能直接节约资源，但可以减少酒店清洗毛巾的次数，从而

降低水资源和能源的消耗，因此也可作为资源节约的行为指标。

在实验室范式中，节电范式接近现场实验，研究者一般通过观察被试的用电行为习惯来

考察节电行为，如是否在离开实验房间时关灯（Murtagh et al., 2015）或关闭电脑（Bator et al.,

2014）。但实验室中较难发生真实的用水行为，因此节水范式通常以产品评估的名义设计需

要用水的任务，例如洗手（Richetin et al., 2016）、刷牙（Mortensen et al., 2019）和洗毛巾（Geng

et al., 2016; Liu et al., 2019; Zhang, Jiang, et al., 2021），通过水桶或隐藏在水池下方的水表记

录被试的用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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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亲环境行为指标与范式

现场实验

行为指标

实验室范式

设计核心

实验室

环境行为成本

实验室范式

代表文献

资源节约 （1）节水：用水行为/用水量 设置需要用水的任务（如洗手、刷牙、洗毛巾），

考察用水量，需掩蔽实验目的（如产品测评等）

无

付出经济成本

Geng et al., 2016; Mortensen et al., 2019; Richetin et al.,

2016

Zhang, Jiang, et al., 2021

（2）节电：用电行为/用电量 是否关闭不使用的电器（如离开实验室时关灯

或关闭电脑）

无 Bator et al., 2014; Murtagh et al., 2015

（3）综合：重复使用酒店毛巾 / / /

绿色出行 （1）出行工具选择 选择绿色出行方式需等待更长时间，但可获得

更高环境利益

付出时间成本 Lange et al., 2018; Taube et al., 2018

（2）驾驶行为 / / /

垃圾处理 （1）分类投放

（2）垃圾减量

观测被试对单个一次性实验用具的处理

观测被试对多个一次性实验用具的分类投放

/

无

付出时间成本

傅鑫媛 等, 2016; Linder et al., 2021

Huffman et al., 2014

绿色消费 （1）绿色产品销量

（2）一次性产品销量

同类产品中是否选择绿色商品而非普通商品

/

付出经济成本

无

/

王财玉, 2019; 钟毅平 等, 2022; Hanss & Böhm, 2013

Taube & Vetter, 2019

/

公域行为 （1）环保捐款 被试费捐款 付出经济成本 Vesely & Klöckner, 2018

捐款组织选择 无 De Groot & Steg, 2008

根据任务表现捐款 付出时间成本 Lange & Dewitte, 2021

（2）参与各类环保活动：无偿加 参与环保调查、环保项目 付出时间成本 魏心妮 等, 2023; Mortensen et al.,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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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环境计划, 签署环保倡议书等 签署环保请愿/倡议书 无 Gulliver et al.,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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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绿色出行

现场实验中常见的绿色出行指标是选择低碳交通方式（如选择公共交通替代私家车;

Kormos et al., 2015）和低能耗驾驶行为，如通过刹车灯和引擎声音判断在长时间停车等待时

是否熄灭引擎（Meleady et al., 2017），或通过 GPS 装备观测行车数据和平均油耗（Zhang et

al., 2022）。但这些真实的绿色出行行为很难在实验室中测量，因此，研究者抽取了绿色出

行的核心要素——低碳出行相对更慢，通过被试对几种等待时间不同的交通方式的选择来测

量他们的绿色出行倾向。绿色交通方式要求被试在实验室中等待更长时间，但是会以某种方

式增加环境利益，例如研究者会根据长时路线所降低的碳排放量向环保组织捐款（Taube et

al., 2018），或在被试选择低碳交通方式时点亮更少的灯泡（Lange et al., 2018）。

1.2.3 垃圾处理

垃圾处理在现场实验中一般表现为分类投放垃圾（Nomura et al., 2011）或是垃圾减量

（Pan et al., 2022），后者既包含了对日用品的循环利用（Schultz, 1999），也包含了减少食

物浪费（Stöckli et al., 2018）。在不方便对垃圾直接称重的情况下，垃圾数量也可通过主试

在李克特量表上主观判断垃圾桶的满溢程度来测量（Schultz, 1999）。

但上述行为很难在实验室中观测，因此使用垃圾处理范式的研究者通常会向被试提供需

处置的“垃圾”（如一次性实验用具），然后观测他们的行为，如是否分类投放至实验室内

不同垃圾桶（Huffman et al., 2014; Linder et al., 2021），或是选择将垃圾带走还是随手扔在

实验室的桌子或地上（傅鑫媛 等, 2016）。这一测量方式的难点在于提供这些“垃圾”的方

式需自然合理，以防被试猜出实验目的。

1.2.4 绿色消费

对于绿色消费，绿色产品销量（Richter et al., 2018）和一次性产品销量（Loschelder et al.,

2019; Schwartz et al., 2020）是一组对照的现场实验测量指标，也是最直观的绿色消费指标。

其实验室范式的设计原理同销量一致，核心在于被试是否在环保产品和普通产品中选择前者，

因此最简化的绿色消费范式是要求被试在环保产品和普通产品中二选一（Moore & Yang,

2020）或是评估购买意向（王财玉, 2019; 吴波 等, 2016）。为更贴合现实消费情境，也有

研究者通过计算机程序来模拟网购情境，向被试提供购买经费，并告知被试在购买结束后剩

余经费将折合为被试费，同时有概率获得自己选择的全部商品；在模拟的网上商城中，同类

产品会同时包含绿色版和普通版，研究者可以根据被试选择的绿色产品数量来衡量他们的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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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消费倾向（钟毅平 等, 2022; Hanss & Böhm, 2013; Taube & Vetter, 2019）。

1.2.5 公域行为

公域行为指以间接方式参与社会活动从而保护环境的行为，如加入环保组织、签署环保

倡议书、环保捐款等，其现场实验和实验室实验的测量方式较为相近。捐款是其中最常见的

行为指标，一般有三种测量方式：第一种最接近现场实验中的环保募捐（Alpizar et al., 2008），

即被试拿出自己的部分被试费捐赠给环保组织，亲环境行为指标为捐款金额（Kim et al., 2021;

Vesely & Klöckner, 2018）；第二种是由研究者额外提供固定额度的捐款，考察被试选择捐

给环保组织还是其他慈善组织，捐款可以直接提供（De Groot & Steg, 2008; Gu et al., 2020），

也可通过抽奖的形式获得（Odou et al., 2019）；第三种则是根据被试任务表现决定环保捐款

额度（Lange & Dewitte, 2021）。

除了捐款外，公域行为指标还包括签署环保倡议书和参与环保活动。签署环保倡议书在

实验室研究和现场研究中的测量程序基本一致，但这一测量方式易出现天花板效应，因此应

让倡议书内容与个体高度相关，如针对大学生被试的倡议书可以是教学楼空调温度的设置

（Liu et al., 2016）。参与环保活动不仅可以在实验室中模拟，如是否愿意无偿额外完成一

份环保调查（Mortensen et al., 2019）或评估自己加入某个环保项目或活动的意愿（孙颖 等,

2020; 魏心妮 等, 2023; Donmez-Turan & Kiliclar, 2021），也可通过现场实验考察被试是否

愿意加入真实存在的无偿环境计划（Gillingham & Tsvetanov, 2018）。

综上，实验室行为范式的关键问题在于模拟的亲环境行为对环境的实际影响较小，被试

可能认为无论自己是否做出亲环境行为，都对真实生态环境影响不大，因而削弱实验效果

（Lange & Dewitte, 2019）。因此，亲环境行为实验室范式的设计应尽可能让被试感知到自

身行为可能带来的环境影响。此外，目前的个体行为范式测量的均是某个领域的亲环境行为，

在某一领域中得到的结果能否迁移至其他领域仍需讨论；表 2也指出，即使是测量同一领域

的亲环境行为，不同测量方式背后的行为成本也存在差异，降低了测量结果的可比性。

1.3 群体博弈范式

量表和上述行为范式测查的均是个体视角下的亲环境行为，博弈范式可以从群体视角测

量亲环境行为。资源困境（resource dilemma）和公共物品博弈（public goods game）是最常

用的两类与环境相关的群体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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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资源困境

资源困境博弈可以解释公地悲剧发生的原因，Cardenas等（2003）基于森林资源、水资

源、渔业资源开发了三种资源困境博弈，并通过现场实验验证了它们的有效性。每种博弈都

是五人一组，终止条件都是资源耗尽或博弈轮次达到十轮。森林使用博弈（forest use game）

中玩家共同拥有一定数量的树木，每轮每名玩家可以在规定的上限内进行砍伐，树木同时会

以一定比例增长，被试费取决于最终获得的树木数，轮数则间接体现亲环境行为；灌溉博弈

（water irrigation game）中玩家拥有固定数量的代币，首先使用代币投资水资源，小组水资

源总量等于投资的代币总量，随后玩家按顺序取水，水资源获得数和代币剩余量决定被试费；

捕鱼博弈（fishery game）将生物增长的 S型曲线纳入博弈规则，不再是耗竭资源类博弈，

即玩家过量投资会降低收益。需要说明的是，常被研究者使用的捕鱼范式（Gifford & Gifford,

2000）并不是捕鱼博弈，该范式与森林使用博弈的逻辑和规则基本一致。总体而言，资源困

境博弈更多测量的是合作行为，缺乏直接的亲环境行为指标。

1.3.2 公共物品博弈

除了资源困境外，公共物品博弈经过适当改编也可用于测量亲环境行为。Klein等（2017）

开发了仅有单次博弈的更优物品博弈（greater goods game），在公共账户外设置了环境账户，

玩家在博弈中可以选择不投资、投资公共账户或环境账户。公共账户和环境账户的投资额都

会翻倍，但是公共账户内的累计投资会平均分给每名玩家，而环境账户的累计投资则会折合

成环保捐款。更优物品博弈虽然有效分离了亲环境行为和合作行为，但是单次博弈既丢失了

博弈范式在群体中考察动态亲环境行为的方法优势，又切断了环境利益与群体长期利益的联

结。Zhang, Gao等人（2021）结合森林使用博弈与公共物品博弈设计了公共森林博弈（public

forest game），通过设立单独的公共自然资源以及特有的比较机制，既保证了亲环境行为拥

有直接且区别于合作行为的指标，也将亲环境行为与群体长期利益相联结。

综上所述，博弈范式虽然可以在群体水平考察动态的亲环境行为，但其测量结果仅能反

映群体或个体在面临环境保护和短期经济利益冲突时的亲环境行为倾向。此外，相比量表和

个体行为范式，博弈规则更为复杂，对被试的认知能力有一定要求，这也限制了博弈范式的

应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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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亲环境行为测量的现存问题与成因

2.1 测量工具的标准化问题

从前文对亲环境行为测量方法的梳理中可以看出，目前研究者在选取和使用亲环境行为

的测量工具时有较强的随意性，且已有工具大多基于行为领域设计，不同领域的亲环境行为

有不同的测量题目或测量程序，即使在同一领域内也缺乏统一标准的测量范式（Lange, 2023），

反映出亲环境行为测量标准化程度低的问题。这一问题会导致不同工具测量的亲环境行为并

不同质，但研究者却将这些工具所测量的行为视作相同行为，从而影响研究结果的可重复性

和可比性。

具体来说，亲环境行为量表的维度划分缺乏理论依据，这就导致不同量表的维度和题目

在行为成本等特征上存在差异。例如，Whitmarsh和 O’Neill（2010）所开发的量表题目涉及

更不舒适或需要付出经济利益的亲环境行为（如“缩短洗澡时间以节水”，“在家中安装可

再生能源系统”），其测量的行为成本明显高于 Hunter等（2004）的量表，但使用这两种

量表的测量结果均被称作“亲环境行为”。即使同一量表的同一维度也往往包含不同行为成

本的题目，例如在 Larson 等（2014）开发的亲环境行为量表中，回收、节约用水和能源节

约、购买绿色产品这三题有不同的行为成本，但均属于“节约型生活方式”维度。这种测量

结果不同质的问题在研究者根据研究目的选取或合并不同量表的题目时更为严重。

在个体行为范式上也是如此，不同的测量任务可能考察了截然不同的亲环境行为，即使

这些任务基于同一领域的行为范式。例如，被试费捐款任务与捐款组织选择任务虽然均属于

公域行为的捐款范式，且研究者将这两种任务的观测变量都称作“亲环境行为”（如 Brick &

Sherman, 2021; Gu et al., 2020），但前者的资金来源为被试费，与个体经济利益存在冲突，

而后者的资金则由研究者额外提供，被试只需选择捐款对象，不需要付出经济成本；同理，

在测量绿色消费时，有些研究将绿色产品的价格设置为高于普通产品（Chuang et al., 2016;

Hanss & Böhm, 2013），有些研究则将二者设置为相同价格（Ming et al., 2022; Taube & Vetter,

2019）。

低标准化引发的测量结果不同质问题一方面会降低研究结果间的可比性，即难以判断结

果的效应大小差异是否源自工具差异；另一方面还会影响对重复研究的结果解释，即当使用

概念重复但无法验证前人研究结果时，无法判别究竟是因为现象本身不存在，还是由于研究

者改变了测量方式。

这种不同质问题也存在于变量界定上，由于目前亲环境行为的测量范式大多基于行为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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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这导致部分研究者仅采用了某一行为领域的范式，但将变量定义为“亲环境行为”（如

Murtagh et al., 2015），而另一部分研究者则将变量界定在所测量的行为领域，如 Bator 等

（2014）采用与Murtagh 等（2015）相同的节电范式，但却将变量定义为“能源节约”。而

要回答仅在一个行为领域测量得到的研究结果能否适用于其他领域，就需要进一步探讨研究

结果的推广性问题。

2.2 测量结果的可推广性问题

早期研究大多将亲环境行为当作一个整体来考量（Lange & Dewitte, 2019），这些研究

认为，只要行为结果有利于环境，那么就可以认为个体做出了亲环境行为，无论这些行为具

体属于哪些领域，因此这些研究往往仅测量某一领域或某几个领域中的具体行为，但将变量

界定为“亲环境行为”。伴随学科的发展，研究者意识到不同领域的亲环境行为可能有不同

的行为规律，例如尽管即时反馈在促进能源节约方面成效显著（Chatzigeorgiou & Andreou,

2021; Fischer, 2008; White et al., 2019），但在绿色产品选择方面却未发现类似效应（Testa et

al., 2021; White et al., 2019）。这说明仅在某些行为领域获得的研究结果可能并不适用于其

他领域；若只测量了某一个或某几个领域中的行为，那么研究者似乎不应该将变量宽泛定义

为“亲环境行为”。

有些学者试图通过同时测量一般和具体的亲环境行为来解决结果推广性问题（Lalot et

al., 2019），即采用成熟量表测量一般亲环境行为，随后再测量某一领域下的具体亲环境行

为来检验研究结果的适用性。但这种方法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推广性问题，因为单项研究很

难同时涵盖所有亲环境行为领域。此外，使用博弈范式测量的一般亲环境行为倾向与专注某

一行为领域的个体行为范式测量结果间的同质性也存在疑问，因为现有亲环境行为的博弈范

式大多包含环境利益与经济利益相冲突的设计，也就是说，基于博弈范式的研究结果不一定

能应用于与个体经济利益无关的亲环境行为。

近年来越来越多研究者开始使用某一具体领域的亲环境行为作为变量名称，如“能源节

约”（Hong et al., 2019）或“绿色消费”（Testa et al., 2021），研究结果也仅针对这一领域，

不再将自己的研究结果推广至所有亲环境行为。仅聚焦于某一领域的亲环境行为研究看似不

存在结果推广性问题，但其代价是降低了研究结果的解释力和现实意义。国家不只关心某一

类亲环境行为，而是希望多种亲环境行为能够同时增加。例如，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倡导

绿色消费，推动形成绿色低碳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这其中低碳生活方式不仅包括能源节

约，还包括绿色出行和垃圾分类等行为（钟毅平 等, 2021）。最新提出的“公民生态环境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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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规范十条”也涵盖了多个行为领域（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 2023）。也就是说，出

于研究的现实意义，亲环境行为研究所发现的促进因素仍被期望能适用于多种亲环境行为，

但基于行为领域的测量方式让研究者难以在一个研究中涵盖所有领域，导致研究结果的跨领

域推广性受限，影响其现实应用。

此外，目前实验室行为范式的测量结果也可能和其对应的真实亲环境行为在关键行为特

征上存在分离，例如当垃圾分类的实验室任务只提供一种垃圾时（如一次性塑料杯; Linder et

al., 2021），被试分类需付出的时间要远小于真实生活场景下的垃圾分类行为。实验室所观

测到的亲环境行为与真实行为在行为成本上的不同质会在实验者效应等因素外进一步降低

实验室研究的生态效度。

2.3 亲环境行为测量的方法学问题成因

造成上述问题的核心原因在于当前亲环境行为测量方法高度依赖行为领域，缺少对行为

属性的关注，如量表维度多基于行为领域划分，个体行为范式也大多依据行为领域设计。规

范行为理论（theory of normative behavior）指出行为有两种分类方式：基于行为领域或基于

行为属性（behavioral attributes）；相比行为领域，行为属性更基本且更抽象，它是行为的

决定性和区分性特征，描绘了行为可能由哪些成分构成，一般包括行为模糊性、行为难度和

行为私密性等（Lapinski & Rimal, 2005）。对于亲环境行为，行为成本（包括经济成本、时

间和舒适度等心理成本）是非常重要的行为属性（Steg et al., 2014）。同领域的亲环境行为

可能有不同的行为成本，例如购买价格低于或高于普通产品的绿色产品都属于绿色消费，但

两者在行为经济成本上却存在本质性差异；不同领域的亲环境行为也可能具有相同属性，例

如购买价格更高的绿色产品和向环保组织捐款虽然分属不同的行为领域，但都需要个体付出

经济成本。上述示例表明，相比行为领域，行为属性更能从根本上区分亲环境行为。

然而，现有亲环境行为的测量方式却忽视行为属性，这就容易导致不同测量工具在行为

基本特征上不等价，造成测量标准化低的问题，如上文提及的被试费捐款任务与捐款组织选

择任务。同时，不同领域间可能并不仅是行为场景发生改变，而是行为属性出现变化，例如

相比绿色消费，家庭能源节约的心理成本更高但经济成本更低。这种领域间行为属性的差异

会导致同一变量对不同领域亲环境行为有不同的预测结果（Whitmarsh & O'Neill, 2010）。

基于行为领域测量一方面可能导致仅采用某一领域的测量工具但将结果错误推广至亲环境

行为，另一方面也不利于发现阻碍研究结果跨领域推广的根源所在。

综上，当前亲环境行为测量存在标准化程度低和结果推广性受限的问题，其原因在于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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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和开发测量工具时忽视了行为属性。下文据此提出亲环境行为测量的改进建议。

3 亲环境行为测量改进建议

由于行为属性能够反映不同行为之间的决定性差异，因此基于行为属性测量亲环境行为

能在一定程度上提升测量的标准化以及结果的可推广性。下面将分别探讨如何基于行为属性

选取和开发亲环境行为的测量工具。

3.1 基于行为属性选取亲环境行为测量工具

图 1 亲环境行为测量工具的选取流程

图 1展示了基于行为属性选取亲环境行为测量工具应遵循的流程。为了提高测量的标准

化和结果的可推广性，研究者首先需要明确拟测量的亲环境行为水平，即确定是从整体上测

量亲环境行为还是聚焦于某个具体领域。测量具体领域亲环境行为需要保障测量结果在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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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性上和这一领域的真实行为相同质。从整体上测量亲环境行为需同时涵盖个体的亲环境特

质倾向（generalized person characteristic）和情境依赖行为（context dependent responding）

（Brick & Lewis, 2016; Lange & Dewitte, 2019），因此应遵循“从一般到具体”的测量逻辑

（Lalot et al., 2019），先考察某行为属性下亲环境行为的一般倾向，再测量同属性的具体领

域行为。在变量界定上，整体水平的测量结果可以被定义为“亲环境行为”，但需明确测量

的行为属性，如与经济利益相冲突的亲环境行为。只测量具体领域亲环境行为的研究则不应

将变量直接界定为“亲环境行为”，而是聚焦于该领域并结合研究对象定义变量，如“儿童

节水行为”。若研究拟考察多个属性，可按照图 1所述流程开展重复研究或同时选择多种测

量工具，但后者需按照属性区分测量结果。下面以特定的亲环境行为属性为例，阐释如何选

取测量工具。

当专注于考察某具体亲环境行为时，第一步需要依据研究对象分析行为属性，如大学生

能源节约行为需要他们牺牲一定的便捷性和舒适度，但由于学校资源的公共性，大学生能源

节约行为与经济成本关联较弱。因此若研究目的是促进大学生能源节约，则可在研究中测量

高心理成本的能源节约行为。在确定了行为属性后，调查研究可以通过能源节约量表或情境

问卷测量，但需保障所有测量题目均能反映高心理成本，如 Barr等（2005）习惯维度下的

相关题目（包含减少洗澡次数等行为）或其他涉及高心理成本的能源节约行为题项（如“使

用电扇而非空调”; Du & Pan, 2021）。实验研究应尽量采用现场实验测量实际节约行为或客

观的用电量；若使用实验室行为范式，则应选择能够探查高心理成本亲环境行为的测量工具。

依据行为属性选取亲环境行为测量工具可以保障不同工具的测量结果在行为属性上的

同质性，提高测量的标准化。而且，基于行为属性测量亲环境行为一方面可以更为清晰地界

定研究结果的适用范围，例如适用于与利益相冲突的亲环境行为（见 Chuang et al., 2016; Uren

et al., 2021）；另一方面，由于相同属性的行为更可能拥有相同规律（Lapinski & Rimal, 2005），

这种测量思路也能增加研究结果在相同属性间迁移的可能性，提高测量结果的可推广性。

3.2 依据行为属性和真实行为效标开发标准化测量工具

为了从根本上解决亲环境行为测量的标准化和结果的可推广性问题，还需要尽快开发亲

环境行为的标准化量表和行为范式，并在不同样本中进行严格的信效度检验。具体来说，在

开发亲环境行为的标准化量表时，研究者需依据行为属性划分维度，并在各维度下设计包含

不同领域的题目。为更清晰地阐释基于行为属性的量表开发思路，本文围绕“行为成本”这

一属性编写了如表 3所示的量表示例，供相关研究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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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基于行为属性编制的亲环境行为量表示例

行为属性维度和量表题目 对应行为领域 来源量表

维度 1：牺牲经济利益

当有更便宜的替代选择时，我仍愿意选择价

格更高但更环保的产品

绿色消费 改编自 Sudbury-Riley和 Kohlbacher

（2016）

为环境保护捐款 公域行为 选自 CGSS 2013

购置节能或节水设备（如节水马桶、节能灯

泡或智能家电等）a

资源节约 改编自Whitmarsh和 O’Neill（2010）

选择能效更高的电器，即使价格更高 绿色消费/资源节约 改编自 Barr等（2005）

为了降低碳排放，购买价格更高的电动汽车 a 绿色消费/绿色出行 改编自Whitmarsh和 O’Neill（2010）

自费养护树林或绿地 公域行为 选自 CGSS 2013

维度 2：牺牲心理利益

花时间进行垃圾分类 垃圾处理 改编自 CGSS 2013

为了环保选择公共交通，即使花费更多时间 绿色出行 改编自钟毅平等（2021）

花时间参与环境宣传教育活动 公域行为 改编自 CGSS, 2013

花时间参与环境监督举报或投诉 公域行为 改编自《生态报告 2020》

夏季将空调温度设定在不低于 26℃，即使这

不是我感觉最舒服的温度

资源节约 改编自 Barr等（2005）和《生态报告

2020》

点餐时不要一次性餐具 资源节约/绿色消费 选自《生态报告 2020》

维度 3：利益无关

公共场所随手关灯 资源节约 改编自 Kaiser（1998）

关注生态环境信息 公域行为 选自《生态报告 2020》

与自己的亲戚朋友讨论环保问题 公域行为 选自 CGSS 2013

对塑料包装袋进行重复利用 资源节约/垃圾处理 选自 CGSS 2013

捐赠旧衣物 资源节约/垃圾处理 改编自 Barr等（2005）

在价格相差不大时选择绿色产品（如贴有环

保绿签或由可回收材料制作的产品）

绿色消费 改编自 Larson等（2015）和 Kaiser

（1998）

注：每个维度下共 6道例题；《生态报告 2020》指我国生态环境部发布的《2020年公民生态环境行为调查

报告》；CGSS2013指 201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 CGSS）
a 表中题目可以按照“完全不符合、不太符合、不确定、比较符合、完全符合”进行五点计分，也可以依

据行为频率进行计分（0 = 从不，4 = 总是），但判断行为频率时需剔除两道关于购置设备或汽车的题目。

在量表外，实验室行为范式的开发需要区分该范式旨在测量一般倾向还是某具体领域的

亲环境行为。测量一般的亲环境行为水平需要确定拟测量的行为属性，并尽可能以不同领域

下同一属性的真实行为作为效标。Lange 及其团队一直致力于开发标准化的一般亲环境行为

测量程序，先后开发了亲环境行为任务（Pro-Environmental Behavior Task, PEBT; Lange et al.,

2018）和环境保护任务（Work for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ask, WEPT; Lange & Dewitte,

2022），这两个任务测量的均是与个体心理利益存在冲突的亲环境行为，具体内容已在前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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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介绍。虽然这两个任务通过了多个文化样本下的信效度检验（Lange & Dewitte, 2021, 2023），

但它们并未经过我国样本的本土化验证，且它们的效标多为自我报告的亲环境行为。增加真

实亲环境行为效标能够提高标准化测量工具的应用范围，增强测量结果的生态效度。

开发某一领域的实验室行为范式则需要明确该领域真实行为涉及的行为属性，并在实验

设计中涵盖这些行为属性。例如，绿色出行的测量方式就涵盖了绿色出行的心理成本（Taube

et al., 2018），被试费捐款任务也体现了捐款的经济成本（Vesely & Klöckner, 2018），垃圾

分类任务则通过向被试提供数量更多且种类更丰富的“垃圾”来对照现实垃圾分类的心理成

本（Huffman et al., 2014）。未来研究在开发其他领域测量工具时也可以参照这些测量程序

背后的逻辑，并且以对应领域同属性的真实行为作为效标。

总之，已有研究开发了大量的亲环境行为测量工具；但目前，亲环境行为测量仍存在标

准化程度低及测量结果推广性受限的问题。未来研究可以基于行为属性开发标准化测量工具，

并且选取多种真实行为作为效标；同时，研究者还需按照行为属性选择测量工具，减少工具

选取和使用过程中的随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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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behavior domain to behavior attribute: Issues and suggestions in

measuring pro-environmental behavior

ZHANGYue1, DONGYijia2, JIANG Jiang3

(1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North China Electric Power University, Beijing, 102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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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ijing, 100875)

Abstract: Existing research has developed a plethora of tools for measuring pro-environmental

behavior, encompassing scales, individual behavioral paradigms, and group games. These tools

predominantly hinge upon the behavioral domain, with the most frequently mentioned areas being

conservation, transportation, waste disposal, consumption, and social citizenship behaviors (e.g.,

donation). However, current measurements of pro-environmental behavior face challenges related to

low standardization and limited generalizability of results. These issues primarily stem from the

prevailing reliance on measurement paradigms grounded in behavioral domains, neglecting the crucial

consideration of behavioral attributes, which constitute the defining and distinguishing characteristics

of behavior. Future research could address these by developing standardized measurement tools based

on behavioral attributes and validating them through the selection of various real-life behaviors as

criteria for validity testing.

Keywords: pro-environmental behavior, behavioral domains, behavioral attributes, measur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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